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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虑到湖泊水域面积与土地面积的相互变迁进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已成为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

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客观现实,首次尝试分析特定区域湖泊水域的变化以及间接产生的碳源碳汇影响。根据

2005、2010 和 2015 年遥感影像获取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转变的数据,采用国际通用的土地碳排放测算模型,评估武

汉市湖泊水域转变为 4类用地产生的碳排放量及碳强度变化情况。研究显示:(1)2005～2015 年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

整体减少超10km2,且 2010年后呈现加速萎缩趋势,2010～2015年的减少值约为2005～2010年减少值的2.04倍;(2)

虽然部分耕地、林地和草地转化为湖泊导致湖泊水域的增加,但湖泊大面积转变为建设用地导致水域面积的显著较

少;(3)从碳排放总量来看,变动面积区域内呈碳源区,后 5年碳源值是前 5年的 1.45 倍;前后 5年湖泊水域变化的碳

排放强度分别为 0.03 和 0.04t/km2,碳排放强度明显增加。针对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的现实状况,提出把“山水林田

湖草”放到统一的管理机制中进行考虑、规范土地资源利用、限制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等措施。 

【关键词】：湖泊水域 土地利用 碳排放 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227(2020)02-0269-07 

湖泊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对区域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多样性有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生活福祉有

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许多区域出现“围湖垦殖”“围湖建房”和“填湖造路”等严重侵占

湖泊水域的恶性事件。这种湖泊水域转变为各类用地的本质是人类追求自身生存空间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手段,但这同时造成了区

域生态系统的恶化和碳排放规模的改变。人类的这种改造活动造成水源和植被等固碳能力的不断下降,同时其间伴随的化石燃料

的燃烧也释放出大量活动状态的碳[1]。诸如此类的湖泊水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将重新定义“碳源区”与“碳汇区”,并进而引起区

域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等方面一系列的生态负面效应[2,3]。因此,研究湖泊水域利用的转变过程及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情况,

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湖泊水域利用的研究经过了一个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转变过程。刚开始受限于测量技术的运用,人们常常从宏

观层面定性分析湖泊水域的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如张振克等[4]和蔡海生等[5]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角度下分析湖泊水域

面积不断缩小的原因,强调湖泊水域面积缩小已成为国际需要高度关注的生态问题。随着遥感技术运用的成熟,学者们纷纷利用

气象卫星数据和土地遥感数据定量分析湖泊水域的变化过程,如李晖等[6];徐娜等[7]。针对这种现象,李宁等[8]剖析了时间异质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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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及人为因素对湖泊演变的影响,指出国内的“向荒湖进军,插秧插到湖中心”运动是湖泊水域改造的一次重大危险实践活

动。然而无论是何种人为因素导致的水域变化,最终都是通过各类型的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而具体到各类土地利用的

碳排放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为丰硕的研究,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土地利用的碳排放估算、形成机理及其影响等方面
[9～11]

,且大

部分学者都认同将 IPCC编制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作为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评估依据。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水域利用面积的变化以及土地问题的碳排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研

究方法,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需要指出,尚未有学者就湖泊水域变化导致的碳排放影响进行测算。考虑到湖泊

面积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相互变迁进程,我们尝试通过遥感卫星测算特定区域内湖泊转变为各类土地的具体面积,并结合各类土

地的碳排放测算公式,开展对湖泊水域利用转变的碳源/碳汇估算,从而研究区域内的碳排放强度变化。武汉作为我国有名的“千

湖之城”,其湖泊水域面积的变化最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以武汉作为研究对象,测算武汉市2005～2015年湖泊面积的变化,并以

此为基础估算该转变过程对武汉区域碳排放的影响,从而为武汉市政府制定更为科学、完善的湖泊保护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隶属江汉平原,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的都市,其辖区范围为 113°41′E～115°05′E,29°58′N～31°22′N,得益于

山水交融的独特城市格局,武汉市素有“千湖之城”的雅称。根据文献记载,至 20世纪中期,武汉市湖泊水域数量累计 218 个,其

中郊区湖泊 91 个,湖泊水域总面积近 1170km2。然而近 30 年武汉湖泊面积减少了 228.9km2,50 年来近 100 个湖泊人间“蒸发”,

中心城区仅存的 38 个湖泊,还面临着继续被侵蚀的危险[12]。本文将研究区范围定为武汉市中心城区及远城区共 13 个城区,行政

区划范围在近年内没有较大变动。武汉市土地面积8569.15km2,年平均气温17.3℃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150.83mm,雨热同期,降水

充沛,2010 和 2015 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为978.54、1060.77 万人,生产总值分别为 5565.93、10905.6亿元,约为 2005 年的 2.46、

4.86 倍
[13]

。 

2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2.1 数据来源 

依据国土资源部组织修订的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湿

地、建设用地 5 种。本研究采用的湖泊现状数据来源于武汉市 2005、2010 和 2015 年 3 期 LandSat 遥感影像。结合武汉市地形

图和行政区规划图,对三期影像进行几何校正、配准及剪裁,并借助 ArcGIS10.3 软件进行交互式解译,其后制得武汉市湖泊水域

土地利用现状图,具体见图 1所示,其中湿地主要是指湖泊水资源用地。 

 

图 1武汉市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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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依据研究区域近况,将湖泊水域转变为用地类型主要分为建设用地、耕地、林地和草地 4类。其中建设用地、耕地一般作为

碳源处理,即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而林地、草地作为碳汇处理,即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根据其他学者研究,耕地上种植的

农作物可以产生 CH4,同时又能吸收一定量的 CO2,每平方米排放 CH4的量为 42.9g·a-1[14],吸收 CO2的量为 0.692g·a-1[15],因此耕地

净碳排放系数为两数之差 42.208g·a-1,每公顷林地、草地的碳排放量分别为-57.7t 和-0.022t[16];2005、2010 和 2015 年建设用

地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6.62[17]、3.27[18]和 3.367 万 t·km-2[19]。汇总各类数据,碳排放公式为[20]: 

 

式中:E 为碳排放总量;ei 为湖泊各转变利用类型对应产生的碳排放量;Ti 为湖泊各转变利用类型对应的变动面积;δi 为湖泊

各转变利用类型的碳排放系数。 

2.3 碳排放强度计算 

区域碳排放强度是指每单位 GDP 的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量,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将湖泊水域转变的碳排放强度定义为武汉市

湖泊水域变动单位面积上所承载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其值越大表明该活动产生的碳排放越多,以此取得的经济附加

值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1],计算公式为: 

 

式中:CP为单位面积碳排放量;∑Cti为各利用类型的碳排放量;∑Si为变动面积之和。 

3 结果及分析 

3.1 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变化 

对武汉市研究区域内的湖泊水域面积分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43 年来其湖泊水域的面积呈现明显变化,其中 1987～

2003、2005～2013 年起伏趋势与相关文献保持一致[22]。由图 2可以看出,1973～2015 年间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呈总体下降趋势,

总面积从 1170.9km2发展到 855.9km2,减少了 26.9%,最小值出现在 2009 年,为 847.23km2。期间,1973 年至 1987 年湖泊水域面积

迅速下降,随后波动明显,2005 年以后至 2015 年,湖泊面积相对趋于稳定,在 847.23 与 870.05km2区间内上下浮动,表明武汉市湖

泊保护条例自 2002 年 3月 1日施行后初有成效,但从长远发展来看监管仍需加强。 

对于远城区而言,武汉市远城区湖泊水域面积在研究时间段内的起始值为 1021.96km
2
,1973～1987 年远城区湖泊水域面积急

剧下降,间接显示该段时间内武汉市城市发展较为激进,对比文献[23]可以认为武汉早期为了更好的解决吃饭问题和城市建设用

地,大幅度的实施“围湖垦殖”“围湖建房”运动;1987～2005 年远城区湖泊水域面积呈波浪式下降趋势,可推断该段时间内湖

泊水域侵占问题得到关注,城市发展与护湖行动并存,而后湖泊水域面积趋于平缓,因此湖泊保护与城市发展可以协调兼顾。对于

中心城区而言,湖泊水域面积变化较为平缓,其峰值为 1991 年的 186.49km2,谷值为 2009 年的 88.16km2。90 年代湖泊水域面积稍

有波动,2000 年后较平缓下降,2010～2015 年略有回升,至 2015 年中心城区湖泊水域面积仅剩约 100km
2
,湖泊水域面积整体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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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 33%。 

整体来说,在 1973～2015 年间,武汉市远城区湖泊水域面积的减少量大于中心城区,但远城区湖泊水域面积的下滑比例比中

心城区湖泊水域面积的下滑比例小;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的总体变化主要受远城区湖泊水域面积影响,两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3.2 武汉市湖泊水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根据遥感影像信息处理相关数据,可以较好观察武汉市湖泊水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耕地、林地、草地和建

设用地都和湖泊产生互相转化关系,总体决定了湖泊水域面积的变化。 

 

图 2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 

2005～2010年间,除湿地外其他类型的土地转化为湖泊面积达到了9.17km2。其中耕地转为为湖泊的面积最大,达到了8.46km2,

约占总体转化面积的 92.26%,建设用地转化为湖泊的面积为 0.58km2,约占总体转化面积的 6.32%,而林地和草地转为湖泊的面积

只约占了总体转化面积的 0.87%和 0.55%。与此对应的是,湖泊转化为各种类型的土地却呈现出不同情形。2005～2010 年间湖泊

转化为其他类型土地达到了 11.98km2,其中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面积最大,达到了 9.5km2,约占总体转化面积的 79.29%,湖泊转化为

耕地的面积为 2.4km2,而转化为草地的面积为0.01km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综合这两种情况,可见 2005～2010年间武汉水域面积

总体减少了 2.81km
2
,虽然耕地、林地和草地都转化湖泊导致水域面积的增加,但由于湖泊转化为建设用地 8.92km

2
,导致了湖泊面

积的继续萎缩。 

2010～2015 年间武汉市水域面积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这 5 年期间湖泊面积总体减少了 5.73km2,约为 2005～2010 年缩减面积

2.81km2的 2.03 倍,这也说明武汉市保护湖泊工作任重道远。通过数据分析可知,2010～2015 年间其他类型土地转化为湖泊面积

虽然达到了 9.44km2,但湖泊转化为其他类型的土地面积却到了15.17km2,其中湖泊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面积就达到了 12.4km2,远远

超过了转化为湖泊面积的总和。导致武汉水域面积变化的因素中,耕地、林地和草地继续为湖泊水域面积的增加做正向贡献,其

中耕地转化为湖泊的面积达到了 5.93km2,起到了主要作用。但由于我国耕地红线政策以及建设用地需求的猛烈增加,导致人们继

续“围湖建房”,湖泊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净面积就增加了 11.75km
2
。 

从这两个等距研究时段中可以看出,这 10年间湖泊水域与建设用地和耕地的面积转化 

总量较大,湖泊转化为耕地和建设用地是造成水域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个研究结论与陈海珍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23]

。(1)初期的围湖造田,此间大量湖泊水域转变为农用地,尤其是耕地,这与武汉市常住人口的增长有紧密联系;(2)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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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使得湖泊进一步被侵蚀,水域面积大幅下降,大量住宅及交通建设用地侵占了大片湖泊水域,武汉市经济

发展的同时湖泊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武汉市逐渐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战略中心

城市,导致其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建设用地需求得到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围湖建房”和“填湖开

发”导致湖泊面积得到进一步萎缩,且呈现加剧趋势。 

3.3 湖泊利用转变的碳排放测度 

湖泊水域与各种土地类型的转变过程引起了碳排放的变化,根据公式(1)和公式(2),结合武汉市2005～2015年湖泊水域面积

的地理变化情况,可以测算出武汉市湖泊水域区域转变的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变化情况。 

从碳排放总量来看,变动面积区域最终呈碳源区,2005～2010 年间湖泊变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27.23t,2010～2015 年间湖泊

变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39.64t,后 5年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前 5年的 1.45倍。结合上面的湖泊水域面积变化趋势,湖泊水域利用转

变的碳排量主要来自与建设用地的转换,其次为林地,而草地和耕地对碳排放的影响微弱。2005～2010年间,湖泊水域转变为建设

用地导致碳排放总量直接增加了 272254kg,占总排放量的 99.98%,2010～2015 年间,湖泊水域转变为建设用地导致碳排放总量直

接增加了 396253kg,占总排放量的 99.96%,因此,可以认为,武汉湖泊水源转变对建设用地直接导致了碳排量总量的增加,对生态

环境的建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从碳排放强度来看,武汉湖泊水域面积的变化导致碳排放强度也呈现上升趋势,2005～2010 年湖泊水域的碳排放强度为

0.03t/km2,而 2010～2015年湖泊水域的碳排放强度变为0.04t/km2。湖泊水域面积的变化导致碳排放强度上升的原因除了碳排放

总量的增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湖泊水域面积从 2010年的 870.05km2减少为 2015 年的 855.88km2。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湖泊水域转变化为草地和耕地,对碳减排影响微弱,但湖泊水域转化为林地面积的缩小,导致林地固碳能力的发挥大幅度减少,从

而间接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湖泊水域利用的变化引起区域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等方面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变化。通过研究近年来武汉市湖泊水域面积

的变化过程以及湖泊水源与四类用地转换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以及碳强度变化情况,得出以下结论:(1)1973～2015 年间武汉市

湖泊水域面积呈总体下降趋势,远城区湖泊水域利用变化的波动是影响武汉市整体湖泊水域面积的主导因素;(2)研究期内耕地、

林地和草地与湖泊的相互转换导致了湖泊水源面积的增加,而湖泊与建设用地的转换到导致了湖泊水源面积的大幅度减

少;(3)2005～2010 年间湖泊变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27.23t,2010～2015 年间湖泊变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39.64t,同时导致碳排

放强度也呈现上升趋势。 

4.2 建议 

习总书记用系统的观点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用途 

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结合本文测算得到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转变以及导致的碳排放变化数据,提出如下建

议: 

(1)坚持用系统的理念来看待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转变的情况,把“山水林田湖”放到统一的管理机制中进行考虑。研究发

现,武汉市湖泊水源与建设用地、耕地、林地等相互转变,共同构成生态系统。因此需要统一考虑,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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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田还湖、还林,积极增加碳汇能力,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 

(2)积极利用“湖长制”等管理手段加强湖泊水域的管理,提高水资源的生态价值。研究发现武汉水域面积在过去的 10多年

来不断呈现缩小的趋势,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我们必须创新管理方式,通过遥感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加强湖泊的动态监控、同时

利用“河长制”和“湖长制”等多种手段提高管理绩效,从而创造出良好的水生态文明。 

(3)限制建设用地过渡扩张,规范土地资源的利用。湖泊转变为建设用地是湖泊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在不妨碍武汉市城市

发展的条件下,合理规划建设用地,规范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有节制地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协调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对 2005 年至 2015 年间武汉市湖泊水域利用变动的碳排放分两期进行了较为科学的估算,但碳排放

量与土地利用、能源消费、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存在较复杂的关系,同时固碳能力与植被类型、生长状况等密切相关,因此

需要结合生态学、植物学等相关科学,构建综合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该方面的研究将在以后得到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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